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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se
 

of
 

Non-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
 

is
 

due
 

to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 
 

multilingual
 

education 
 

and
 

cyberspace.
 

To
 

be
 

specific 
 

translation
 

technology
 

empowers
 

netizens
 

with
 

translation
 

competence 
 

multilingual
 

education
 

facilitates
 

the
 

netizens
 

utilization
 

of
 

linguistic
 

resources
 

critically
 

and
 

creatively 
 

and
 

cyberspace
 

provides
 

netizens
 

with
 

a
 

platform
 

to
 

respond
 

to
 

social
 

reality.
 

Free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the
 

translation
 

norm
 

and
 

the
 

authority 
 

Non-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popularization
 

and
 

freedom
 

and
 

its
 

participants
 

enjoy
 

full
 

self-empowerment.
 

The
 

Non-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
 

is
 

a
 

kind
 

of
 

re-narration
 

in
 

nature
 

with
 

three
 

features 
 

i. e.  
 

the
 

narrator
 

being
 

assembled 
 

the
 

narrative
 

content
 

being
 

rebellious 
 

and
 

the
 

narrative
 

development
 

being
 

spatiotemporal.
 

It
 

can
 

not
 

only
 

widen
 

expression
 

space
 

but
 

also
 

provide
 

access
 

to
 

social
 

reality
 

and
 

engag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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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建製性翻譯的概念界說與敘事特征

姜廣勝　 賀愛軍

中國海洋大學

摘　 要:非建製性翻譯的興起得益於翻譯技術、多語教育、網絡空間的發展。 翻譯技術為網民的大眾翻譯賦能,多

語教育便利了網民創造性、批判性地運用語符資源,而網絡空間為網民回應社會現實提供了平臺。 非建製性翻譯

活動具有大眾化和自由化的特點,不受翻譯規約和權威製約,參與者享有充分的自我賦權。 它本質上是一種翻譯

再敘事,其敘事者具有聚集性,敘事內容具有反抗性,敘事發展具有時空性。 非建製性翻譯通過對文本符號的翻譯

重構不僅能夠擴大表達空間,還能夠提供一種認知社會現實的視角,參與社會現實的構建。

關鍵詞:非建製性翻譯;大眾翻譯;建製性翻譯

一、
 

引言

翻譯可以從多個方面予以分類, 如果從翻譯主體所代表的利益來看, 翻譯可分成建製性翻譯

( 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和非建製性翻譯(Non-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 建製性翻譯指的是代表機構或本著

機構利益的個人或集體開展的語言轉換行為及其產品。 建製性翻譯源遠流長,從古代佛經譯場到晚清江南

製造局翻譯館等翻譯機構,再到當下的中國外文局和外交部等相關部門,這些機構或部門開展的翻譯活動

均可歸為建製性翻譯。 建製性翻譯包括官方翻譯、公共服務翻譯、國家翻譯等,一直是翻譯研究的重點。 然

而,與建製性翻譯同樣歷史悠久的非建製性翻譯長期存在,但相關研究所見不多,成果明顯不足。 近年來,
隨著互聯網和翻譯技術的進步,非建製性翻譯悄然興起,走紅於網絡。 這種翻譯活動遊離於製度化的翻譯

生產體系之外,依賴翻譯工具在虛擬網絡世界進行。 有學者稱之為「改造式翻譯」,認為這種自發的翻譯活

動實現了某種狂歡,消解了嚴肅權威(鄒常勇、朱湘軍,2021),也有學者稱之為青年網絡亞文化的溫和抵抗

活動(敖成兵,2019),我們將這類翻譯統稱為非建製性翻譯。 下文將基於國內外社交平臺上的非建製性翻

譯現象,提煉其本質、內涵、敘事特征及其管理。

二、
 

非建製性翻譯的概念及其策略

「建製」原意為國家機構或者團體內的編製和系統,具有正統性和主導性,「建製性」可由此延伸為製度

化、體系化、規約化取向,即製度化、體系化的運行模式。 在翻譯領域中,建製性翻譯通過組織結構製度化、
人才培養製度化、生產流程製度化、倫理規範製度化對參與者進行賦權(詹成、張晗,2023:96),這種翻譯活

動服務於國家或者民族敘事,具有「濃郁的意識形態性、強製性和獨斷性」(任東升、高玉霞,2015:20)。
與建製性翻譯不同,非建製性翻譯指的是自發的、不代表任何集團或者任何國家利益的個人翻譯行為。

它具有主體零散性、行為自發性、敘事狂歡性的特點。 主體零散性指的是非建製性翻譯的發起人、執行者屬

於零散個體,不隸屬於任何組織和機構;自發性指的是非建製性翻譯活動的發起人和執行者不代表任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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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或機構的利益,不存在任何組織或者機構的贊助、動員、管理;敘事狂歡性指的是非建製性翻譯行為具有

自由化和隨意化傾向,主要目的是通過非常規的翻譯行為引起關註、消解權威。
主體零散性、行為自發性和敘事狂歡性造就了大眾網民豐富的翻譯策略,因為相比處於翻譯生產體系

中受翻譯製度和贊助者意誌約束的職業譯者,非建製性譯者的翻譯活動能夠擺脫贊助者意誌,註重自我精

神滿足而非獲得經濟效益或者文化效益,從而拒絕源自贊助人意識形態的束縛,「並在嬉笑中解構傳統社會

關系」(Zhang,
 

2015:
 

244)。 非建製性譯者能夠擺脫翻譯製度和規範的束縛,在翻譯過程中沒有委托人、編
輯、出版社的製約,也沒有翻譯體例、術語表、合同等規範約束,因而采用的翻譯策略具有隨意性,如語際雙

關( interlingual
 

punning)、牽強音譯( transliteration
 

contrivance)、文化操縱( cultural
 

manipulation)、話語雜糅

(discursive
 

hybridity)(Yuan,
 

2020:
 

629)、創譯、反說、超額翻譯等。 在這種翻譯活動中,翻譯等值讓位於幽

默、戲謔、諷刺等不同的翻譯取向。 非建製性翻譯的內容十分自由,流行語、稱謂、寒暄語。 表情符號等都可

能成為翻譯的源文本,需要強調的是非建製性翻譯活動固然具有大眾參與和嬉戲自由的標簽,但非建製性

只是敘事傾向方面的概括,具體影響應取決於對社會、國家和人民造成的影響。

三、
 

非建製性翻譯的敘事特征

基於不同側重點,如專業度、傳播媒介、群體共性等方面,非建製性翻譯的內涵定義多樣,已有的定義包

括「眾包翻譯」 或「線上合作翻譯」 ( online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 ( Jiménez-Crespo,
 

2017)、「社區翻譯」
(community

 

translation)(O』 Hagan,
 

2011)、「線上社會翻譯」 (online
 

social
 

translation) ( Dolmaya
 

&
 

Ramos,
 

2019)、「媒介驅動的翻譯」 ( social-media-driven
 

translation) ( Hebenstreit,
 

2019) 以及「業余翻譯」 ( amateur
 

translation)(Pérez-González
 

&
 

Susam-Saraeva,
 

2012)等。 以上研究都不約而同將網民大眾作為翻譯主體研

究,但是對於翻譯文本關註不足,尤其是翻譯文本中蘊含的敘事空間。 「非建製性翻譯活動」從定義上便凸

顯了其文本的非建製性的總體敘事特征,個體或者少數派通過對符號的轉換創造出一個可被會意的共同敘

事空間。 非建製性的定義包含了符號和文本的嬉戲、聚集性和反抗性和社會歷史性。
非建製性翻譯通過對符號或文本的嬉戲翻譯,實現對社會現實或(和)主流公共敘事的再敘事。 多樣性

的翻譯內容拓寬了民眾敘事空間,其中大量的個人敘事呈現出不同於主流敘事的個人歷史境遇。 人們通過

多樣化敘事,構建對社會現實的認知。 我們對自我、他人和世界的再敘事會重新過濾我們對社會現實的認

知,也會成為我們建構社會現實的一種方式(Baker,
 

2014:
 

159)。 非建製性翻譯的再敘事與主流敘事不同,
通過考察「什麽內容被選為翻譯和如何被翻譯」 ( Baker,

 

2014:
 

165),可以挖掘出異於公共敘事的個人敘事

以及這種個人敘事的社會建構作用。 個體再敘事具有聚集性、反抗性、時空性的特征。 聚集性指的是敘事

參與者的組織形式,反抗性指敘事內容的反權力規訓的特點,是個體再敘事的核心內容,而時空性指敘事的

發展特征。
個體再敘事的聚集性表現為敘事參與者因為個體喜好傾向等原因參與到某一話題的表達。 在網絡時

代,聚焦行為具體表現為社區、標簽( tag)、博主賬號等形式,例如百度貼吧中的「權力的遊戲」社區對小說部

分內容進行翻譯和探討,參與者的聚集無疑會放大再敘事的效果和影響。 網絡社會是一個由多元的信息和

權力流動網絡交織而成的社會(李耘耕,2018:63),在網絡匿名環境中不同個體的敘事相互共享,現實的文

化符碼在虛擬環境中被拼貼組合進行「隨意性的情節編織(causal
 

emplotment)」(Baker,
 

2014:
 

158),實現敘

事的再生產、敘事流動、敘事消費。 非建製性翻譯活動的參與者聚集敘事因其內容會產生不同的社會、政治

和文化影響,其可能會帶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出去,對文化傳播產生廣泛的影響,也可能顾成為不法分子

進行輿論攻擊和顏色革命的話語武器。 就前者而言,國內網友自發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如節日、服飾、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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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內容翻譯到國外,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的深厚底蘊(見圖 1),在國內社交平臺如微博超話「文化輸出現

象」裏成員整理歷代華夏服飾傳播至國際社交平臺,及反擊了一些文化偷竊現象有展現中華源遠流長的服

飾文化,這無疑是非建製性翻譯的積極作用。 就後者而言,非建製性翻譯活動超出翻譯製度和法律法規的

束縛便會使這種敘事成為輿論武器,以推特上「大翻譯運動」為例,其參與者熱衷於將國內負面輿論翻譯成

各國語言傳播到國外社交平臺,從而醜化中國國家形象。 例如在日本首相遇刺之後,他們將國內一些網民

的不理智評論翻譯成英語發到推特上。 翻譯本應溝通不同文化,實現文化交流與互鑒,而「大翻譯運動」的

聚集性翻譯行為卻成為意識形態鬥爭的工具。

圖 1　 某博主在海外社交媒體平臺上宣傳漢服
　

從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在網絡空間中,聚集性敘事通過對現實符碼的任意編製來實現國家形象的構建,
網絡空間為各種文化意識形態的傳播提供了最為直接的表達空間,而新技術的應用打破了傳統意義上的主

權邊界,也瓦解了國家形象建構過程中的傳統手段和方式(張愛軍、賈璐,2021:60),網絡傳播賦予了大眾建

構國家形象的能力。 非建製性翻譯活動通過在網絡空間中聚集性的敘事對國家形象施加特定影響,既可以

為國家形象帶來負面影響,也可以成為文化輸出的有機組成部分。
非建製性翻譯活動的敘事內容具有反抗性的特點。 邊緣化的個體通過翻譯實現自我敘事,實現對主流

敘事的反抗。 參與者使用翻譯實現多樣化敘事,這種「再敘事」類型的翻譯活動多以表達戲謔、反抗、叛逆或

者自由等精神為追求。 Baker(2013)認為作為社會活動分子,譯者能呈現出比其他團體更具戰鬥力的一面,
譯者追求發聲和拓寬敘事空間,他們意識到語言和翻譯中包含抵抗空間,具備顛倒符號秩序的能力。 非建

製性翻譯通過對現實符碼的翻譯實現個體生存境遇的敘事,構建一條異於主流敘事的認知社會現實的路

徑。 例如,「房地產」被翻譯成「propoorty」,將原本的「per」替代為「 poor」 (意為貧窮),翻譯出「令民眾貧窮

的房地產」的含義,它是對房地產業對人民財富掠奪的諷刺;將「shitizen」譯為「屁民」,傳達了在媒體宏大敘

事宣傳下,對個體價值「原子化」的無奈嘲諷。 可以看出,非建製性譯者並不像建製性譯者那樣註重原文與

譯文之間的忠實與等值,而是強調翻譯產品在傳播中的關註度。 因為翻譯傳播越廣,便愈能戲謔狂歡、消解

權威、批判現實。 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敘事是一種共識,反映了群體生存境遇。 這種反抗性的自我表達可能

會與現行主流文化、社會意識形態規約相沖突,翻譯和多樣性的符號不僅具有拓寬敘事空間的意義,也是對

現實審查與主流敘事的規避,「進入賽博空間,成為電子人,或許可以隱遁物理 / 生物學的身體,但在歷史和

現實框架中被文化規製的主體卻無法真正、完全地被壓抑或消解」 (林秀琴,2020:165)。 通過創造性翻譯,
個體既避免了與主流敘事的直接沖突,又在嬉戲和諷喻中解構了主流敘事,實現個體敘事。

所有敘事均有其時間和空間的構成(Baker,
 

2014:
 

167),非建製性翻譯同樣具有時空規定性。 非建製

性翻譯的時空性指的是敘事內嵌於特定時間和空間,體現特定歷史空間和時間。 這種敘事是某一群體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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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意識形態,是在社會歷史文化建構下觀念體系的語言表達(Kroskrity,
 

2010;
 

Wang
 

&
 

Fang,
 

2018)。 譯

者在翻譯敘事中註入自身或社會經驗、時下網絡流行話語等來解構原文,甚至故意用娛樂性、搞怪式的語言

(鄒常勇、朱湘軍,2021:34),網民對符號資源進行批判性、創造性運用,對各種表情和符號對嚴肅文本進行

解構,迎合了大眾網民既要「高大上」又要「接地氣」的表達需求,也表達出一種戲謔和自由娛樂的態度。 這

種翻譯活動的再敘事發生於特定時間背景和地域空間。 例如,在 2017 年教師節,在網絡上流行將「師者,傳
道授業解惑」譯為「傳 door,show 業,解 who」,意為老師是為你打開一扇門的那個人,為你提供學業、事業展

示平臺的那個人,使你不再問「我是誰」而迷失自己的那個人,傳達出對教師別樣卻真摯的祝福;「Exhausted,
 

exhausted,
 

Im
 

exhausted」被翻譯成「累死了,累死了,每天 996 我累死了」是對不平等勞資關系的溫和抵抗;
「Im

 

not
 

in
 

danger,
 

Im
 

the
 

danger」被譯成「我不是密接,我是陽性」則折射出網民對新冠疫情肆虐的無奈和

調侃。

四、
 

非建製性翻譯的形成緣由

非建製性翻譯是時代發展的產物,它的興起得益於多語教育的普及、網絡空間和翻譯工具的發展。 語

言技能不僅僅是讀寫的交際技能,李嵬、沈騎(2021)指出多語者能夠以嬉戲的方式操控語言,創造出新的表

達方式,從多維角度對社會現實做出質疑與批判。 權威塑造需要設立各種話語禁忌,反之話語也可以用來

解構權威,消解嚴肅,表達自由和反抗,通過符號操縱回應主流敘事和社會現實。 這種嬉戲式的翻譯解構了

嚴肅性和權威性,權威的神聖性和嚴肅性被充滿自由、反抗、戲謔的非建製性翻譯消解(鄒長勇、朱湘軍,
2021:36)。 翻譯技術帶來的是翻譯主體的解放,技術不僅影響翻譯的本質概念,也改變了譯者的角色、關系

和地位(Jiménez-Crespo,
 

2020:
 

315;
 

Munday,
 

2008:
 

192)。 當下各種機器翻譯和計算機輔助翻譯工具層出

不窮,人工智能工具(如 ChatGPT、文心一言、悟道等)基本滿足了大眾翻譯需求。 翻譯技術使得大眾能夠像

專業譯者那樣進行翻譯並實現傳播,翻譯技術增強了大眾的翻譯能力,以往專業譯者從事翻譯需要學習大

量的詞匯、語法、文化知識和翻譯技巧,而現在多樣化的翻譯工具和豐富強大的語料庫極大地降低了翻譯門

檻,使得翻譯成為一項人人可參與的社會活動。
「網絡空間為翻譯產品的傳播搭建了舞臺,數字科技的發展帶來了新的翻譯參與者生態,同樣改變了翻

譯生產、傳播和消費方式」(Zheng
 

et
 

al. ,
 

2023:
 

300),網絡傳播具有傳播速度快、即時性、開放性、分享性和

交互性的特點,具有現實生產過程無法比擬的優點,互聯網讓使用者從單純的信息消費者變成了產消者

(Lee,
 

2017:
 

92)。 網絡空間具有扁平化、去中心化的特點,網絡是人、事物、體製的多點聯系,網絡空間的發

展削弱了現實世界的垂直結構對個人身份的建構(Urry,
 

2000:
 

37),呈現出平行性和分散性。 人與人之間

的身份和權力關系在網絡空間中發生了變化。 網絡虛擬世界權力結構的層級關系也不僅與現實世界不同,
甚至會破壞現實世界的層級關系(Jordan,

 

1999:
 

59)。 網絡空間消除了現實空間中的權威和規約監視,譯者

成為自由個體,能夠實現自我意誌展示,充分展現多樣性的意義建構以及多元化的社會影響。 在紙質閱讀

逐漸減少、人們進入網絡化、碎片化閱讀的當下,這種虛擬空間的意義建構對社會的影響將越來越大。 如今

互聯網早已滲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非建製性翻譯的話語實踐對社會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的影響也越來

越大。 可以預見,隨著技術的進一步迭代更新,非建製性翻譯的大眾參與度也必將越來越高。

五、
 

非建製性翻譯的作用及其治理方式

非建製性翻譯從另一種角度參與社會政治。 一方面,就社會內部而言,語言資源的嬉戲表達和創新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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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表現出對社會現實的批判,開辟出一條區別於官方宏大敘事和主流意識形態的敘事空間。 非建製性翻譯

通過語言顛倒式的翻譯實現個體的話語表達,在諸如性別平等、環境汙染、社會政治等方面發出個體價值取

向的聲音,關註社會主流宏大敘事下的「原子化」個體的精神現狀和生存價值。 盡管存在不和諧的聲音,但
是大多時候下網民大眾將對社會和國家的道義期望寄於翻譯文本之中,翻譯成為大眾認識、監督和批評社

會的重要工具,該類敘事折射出當下社會的不足,為社會治理提供借鑒。
另一方面,如果相關部門能夠積極引導,非建製性翻譯和建製性翻譯可以形成互補,共同促進中華文化

更好地「走出去」。 國家形象塑造是一項由上至下的系統工程,需要全方位、多主體參與,其主體不但包括政

府,還包括媒體、企業和全體國民(程曼麗、王維佳,2011:36)。 國家製定翻譯政策和項目,實施翻譯規劃,進
行翻譯產品流通,這種體系化運作服務於國家形象塑造、國家利益維護和國家話語權提升等(任東升,2019:
71)。 這種傳播投入大、規模大,但是官方傳播容易被視為帶有文化和政治目的,因此在對外宣傳中為他國

民眾所抵觸和質疑。 此外,官方傳播往往是中心化的,難以實現深度傳播。 盡管翻譯投入巨大,但未必能夠

取得預期宣傳效果,如有學者指出「大中華文庫」等出版物的傳播效果不佳並不是因為翻譯質量差或傳播價

值低,而是宣傳推介等原因(陶友蘭、趙田園,2023)。 中國特色對外話語體系的譯介與傳播面臨著本土與世

界、傳統與現代、政府與民間、中心與邊緣等多個話語變量的沖突與挑戰(胡安江,2020:48)。 在網絡時代,
社交平臺逐漸取代紙質媒體,成為信息的主要傳播渠道,在互聯網上實現中華文化的高效傳播需要大眾網

民的廣泛參與。 國內的非建製性翻譯如果能正確引導與規範,則有利於傳播中華文化,塑造中國形象。 雖

然民間力量在參與跨文化溝通的過程中不如官方那般經過系統化的思考和嚴密論證,但卻是不容忽視的群

體(孫祥飛,2021:19):第一,平民化的敘事能夠實現去中心化、扁平化的傳播,降低文化傳播中的抵觸心理;
第二,多傳播媒介方式豐富了傳播內容,圖片、視頻並配以文字的傳播方式契合當下的生活方式,大大降低

了傳播阻力。
然而,非建製性翻譯活動也存在著不足,需要引導和治理。 網絡公共空間與技術雖然能夠為翻譯傳播

提供便利,但是大眾的自由參與同樣會使非建製性翻譯變得無序和混亂。 在建製性翻譯活動中,建製性譯

者受到職業倫理驅使和審查製度監督,譯文質量和意識形態安全得到了保證,而大眾網民遊離於翻譯生產

體系之外,缺少這種職業道德觀念,翻譯極易成為互相攻訐的武器。 對於非建製性翻譯活動的引導重於治

理,就網民自發翻譯宣傳中華文化的活動而言,可以從兩方面予以引導。 第一,實現翻譯標準化和翻譯資源

社會共享。 鑒於大眾網民的翻譯水平,對於各種文化器物翻譯難免混亂不一,因此,製定統一的文化器物翻

譯標準並進行資源社會共享對於網民宣傳文化有所助益。 第二,實現官媒傳播與大眾網民翻譯活動相結

合。 二者攜手,能夠實現相互合作,優勢互補,擴大非建製性翻譯活動的影響力。

六、
 

結語

本文梳理了非建製性翻譯活動的概念與內涵、敘事特征、形成緣由、作用及其治理方式。 非建製性翻譯

處於翻譯活動的邊緣地帶,具有大眾化和自由化的特點。 它脫離了建製性翻譯活動生產體系,避免了各種

權力資本操縱,充分實現了「自我賦權」。 非建製性翻譯的興起得益於語言教育、網絡空間和翻譯技術的進

步。 在敘事特征方面,非建製性翻譯活動作為個體敘事,具有聚集性、反抗性和時空規定性等特征,通過翻

譯實現多樣性的個體敘事,從而構建認知社會現實的新路徑。 大眾網民自發的翻譯活動有利於廣泛宣傳中

華文化,但由於網民群體的龐大以及翻譯職業道德意識的缺位,非建製性翻譯又很容易淪為輿論武器。 發

揮非建製性翻譯活動的積極作用重在引導,通過規範翻譯內容和官民合作翻譯等措施可以促進非建製性翻

譯的良性發展。 可以預見,隨著網絡與翻譯技術的不斷發展,非建製性翻譯活動定會不斷壯大,對社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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